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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应用能抑制企业避税吗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分析

何　涌　吴　腾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要: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 DID
模型,研究了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该结论在经

过PSMＧDID、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

有助于提升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抑制了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东部地区和

非高科技企业避税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揭示了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治理效应,为后续持续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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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和

战略性资源.企业避税问题一直都是政府治理的难题,避税行为不仅影响了公共财政的正常运转,也
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传统税收征管模式存在税收边界难以识别、信息不对称以及课税对象

不明确等问题[１],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规模经济和低复用成本,使得企业和

税务部门能够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经济活动的系统精准监控.在此背景下,探讨大数据技术应用

对于我国税收治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２０１５年９月国务院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率先在贵州等地区开展大数据相关试点工作,探索数据要素与实体产业融合的有效路径.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京津冀、广东、河南、上海、内蒙古、重庆及

沈阳纳入第二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名单.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大数据综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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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设立对我国大数据技术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大数据技术从政策制定向实际应用的跨越.
该试点政策的主要任务包括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大数据在企业研发和经营各环节的应用、重塑

商业模式及产业链体系等.具体而言,试点政策通过统筹规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企

业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强化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２].综上所述,大数据试点政策作为大数据技术应

用的重要体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现有研究大多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和企业成长等角度研究大数据综合试点的政策影响.从经

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大数据试点政策提升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３],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显著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４].在绿色发展方面,大数据试点政策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源配置等渠道促进低

碳经济转型[５].在企业成长方面,相关文献则较多关注于大数据试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６]的影响.
然而,关于大数据综合试点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尚无清晰回答.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数字技术水平不

断提升的背景下,大数据综合试点的设立将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 这种关系是否会因企业特性差

异而变化? 为此,本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冲击作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探

讨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及其理论机制,以期回答上述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大数据的经济后果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学术界对大数据展开了广泛研究,多数文献肯定了大数据带来

的积极影响.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大数据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

宏观经济的影响.大数据的发展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徐林、侯林岐等发现,国家级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的创新能力[２];邱子迅和周亚虹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的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３].这些研究表明,大数

据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还能促进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二是对微观企业经济活

动的影响.Gao等研究发现,大数据显著降低了企业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依赖性,减轻了企业的金

融化倾向[７].李增福等指出,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管理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８].史丹和孙

光林的研究表明,大数据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９].此外,艾永芳和孔涛

研究了区域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大数据技术主要通过影响资金投向来促

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非资金来源[１０].
(二)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企业避税行为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可以从管理者、企业

以及宏观层面等进行阐述.从管理者层面来看,管理者的特征对企业避税决策有显著影响.例如,过
度自信的高管更倾向于实施企业避税[１１].此外,CFO兼任董事能够发挥良好的治理效应,从而抑制

企业的过度避税行为[１２].从企业层面来看,融资约束是影响避税行为的重要因素.企业面临较强的

融资约束时,可能会出现激进的避税行为,但随着企业内部控制的改善,这种避税动机将会受到抑

制[１３].除融资约束外,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避税程度[１４].从宏观层面来看,法律制

度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果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许红梅和李春涛研究发现,社会保险法的实施

通过加强社保费的征收力度,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１５].曹越等研究指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显

著降低高行政垄断地区企业的避税程度[１６].
综上所述,一方面,学者们关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研究正在迅速推进,相关研究均验证了其产生

的积极影响.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基于赋能视角考察大数据技术产生的影响,鲜有文献深入探讨大数

据技术所具备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已有关于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较少学者关

注到数字技术对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企业避税视角考察大数据技术的治理效果,可能在

以下方面有所创新.(１)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试验,从微观主体角度探讨大数据技

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丰富了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于微观主体影响的相关研究.(２)从信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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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与企业生产效率的角度出发,探讨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潜在机制,为大数据综合试

点效果提供新的分析视角.(３)进一步从大数据综合试点地区的技术溢出、人才集聚现象等方面

考虑大数据综合试点对企业避税的异质性影响,最终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理

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大数据技术应用与企业避税

避税是企业节约税负支出,将国家利益转化为公司利益的行为[１７].本文从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代

理两个视角分析企业避税动机.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是引发企业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已有研究表

明,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此情境下,企业为了增加内源融资,有动机通过实施某些避税

行为来减少税负支出,增加现金持有[１８].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现代公司制度的两权分离使得

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委托代理问题.由于薪酬合同和业绩参照的存在,或是出

于其他自利目的,管理层有动机通过避税实现收入操纵和资源转移[１９].
大数据技术应用将数据要素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内部信

息处理方面,隐瞒收入、夸大支出和转移定价是企业税收规避的常用手段[２０],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提

升企业内部的前沿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增强企业信息收集能力,使得企业能够准确及时地分析处理各

类经营活动和财务信息[２１],这无疑使管理层更难进行盈余操纵和关联交易等行为.在外部信息沟通

方面,大数据技术应用拓宽了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交易等环节的应用广度与深度,有效改善企业内

外部信息的流转状况,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２２].企业对外界隐匿内部信息是企业遮掩避税活动的

主要方式[２３],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有利于利益关联方进行外部监督并及时参与到企业活动中实施

避税监督.此外,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帮助金融机构与政府精准识别,有效缓解资金错配现象[２].通

过财政金融支持措施,为企业营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生态和完善的制度保障,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慢”的难题,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通过税收规避储备现金流的避税动机[２４].综上,大数据技术

应用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并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通过增强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
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１.

假设１: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抑制企业避税.
(二)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机制

１．大数据技术应用、信息透明度与企业避税

大数据技术应用提升了企业信息透明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应用带来的新型涉税监管技术,如
金税四期极大增强了税务部门的监察能力[２５].受制于涉税监管技术的进步,企业通过盈余操纵调整

利润的难度增加,同时管理层出于自利动机而披露虚假信息的机会主义成本也将明显上升[２６],避税

风险及违规成本的增加促使企业核算信息准确性、披露真实财务信息.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增强了分析师的关注及其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应用大数据技术的企业会引起以分析师为代表的外界

广泛关注,相比于外部投资者,分析师能够精准分析向外界传达更可信的企业信息[２７].在大数据监

测的背景下,尽管企业有意隐瞒内部不利信息,分析师依然能够更加及时、精准地掌握企业真实经营

状况,从侧面提升了企业信息透明度.
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有效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复杂且不透明的经营管理活动为企业隐藏信息

和实施避税行为提供了便利[２８],但随着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增加了企业的非税收成本,压缩避税空间.
一方面,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将降低外部监督的难度和成本,使得税务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

更容易甄别企业的避税行为[２９].另一方面,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迫使管理层经营行为接受股东和监管

者更为深入的观察和更为严厉的控制,从而加强了对企业各项经营决策的监督,抑制企业避税动

机[３０].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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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抑制企业避税.

２．大数据技术应用、企业生产效率与企业避税

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大数据技术应用产生劳动替代效应增加了对于数字型劳动者的需求,部分提供

隐性知识服务的高技能人才通过数字平台促进信息共享,增强企业人力资本竞争优势[３１].高质量劳

动力和知识资本融入生产经营过程后,产生的扩散效应将促进新知识的产生,使新产品新技术迅速向

周边地区溢出,由此产生的“羊群效应”将会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形成人力资本结构与创新能力循环

提升的逻辑闭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攀升[３２].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使企业充分利用数据

资源,拓展自身业务范围.企业利用数字资源获取数据要素,通过“乘数效应”推动新兴技术融合,提
升大数据技术赋能生产经营业务程度,为资本、劳动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提供更多的配置途径[３３].
进一步地,企业对于数据要素的应用能扩大市场匹配的范围,实现对不同市场的有机整合,推动市场

需求的倍增与市场匹配范围的扩大,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９].
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避税行为带来的预期收益,从而抑制了企业避税.首先,

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企业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更多的超额收益[３４],这使得避税行为带来的额外

收益相对减少.由于避税行为通常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和成本,决策的关键在于避税收益与成本之间

的权衡,避税边际收益下降将抑制企业避税动机.其次,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减轻了企业的税费负

担[３５],这意味着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承担正常的税务负担.相较于避税,依赖高效生产所获得的收益

不仅更加稳定和可持续,还能降低企业在税务审计中暴露的风险.最后,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其市

场竞争力增强[３６],企业能够通过创新和优化供应链等手段扩大市场份额和盈利空间.在此情况下,
企业更多地依赖核心业务的增长来获得利润,而避税行为反而可能影响企业的声誉和市场地位[３７].
因此,随着避税收益的下降,企业会更倾向于通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长期发展目标,抑制了

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来抑制企业避税.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年报、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

CNRDS数据库等.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结合国家级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展开研究,最终获得３３８７家企业２９２７６个观察值.在此基

础上对研究样本进行如下处理:剔除金融类、房地产类企业;剔除ST、∗ST类企业;剔除数据少于３
年的企业;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企业.最后保留２７１９家企业共２２０８４个观察值,为避免极端值影响,
本文还对连续变量进行了１％~９９％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

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大数据综合试点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及作用渠

道.具体模型设定为:
BTDi,t＝α０ ＋α１Bigdatai,p,t＋α２Controls＋μi ＋θt ＋εi,p,t (１)
式(１)中,i、p、t分别表示上市公司、地区及时间,μ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θ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εi,p,t是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BTDi,t代表企业避税程度,解释变量Bigdatai,p,t代表上市公司i所属

地区p在t年是否成为大数据试点的虚拟变量,其余变量代表控制变量,包括无形资产密集度、固定

资产密集度、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经营费用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产权性质和是否为四大审计.
(三)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避税(BTD)
综合已有文献,参考刘行和叶康涛的研究方法[３８],使用异常税会差异(BTD)来衡量企业避税.

通常来说,BTD(税收差异)越大,企业利用BTD进行避税的可能性越高.BTD＝(税前会计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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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此

外,参照Desai等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使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后的税会差异(DD－BTD)作为被解释

变量的稳健性检验[１９].

２．解释变量:大数据综合试点(Bigdata)
基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政策,国务院分别于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分两批设立１０个试点.

本文据此设置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变量,若地区p于２０１５年成为试点,则该地区２０１５年及以后

年份的Bigdata取值为１;若地区p于２０１６年成为试点城市,则该城市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年份的Bigdata
取值为１,其余为０.

３．中介变量

(１)信息透明度(Absacc).会计盈余是投资者和分析师评价企业的重要指标,但管理层常为追

求自身利益而干预会计盈余.盈余操纵降低了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误导信息使用者,损害了公众利

益.因此,本文采用Dechow 等提出的修正Jones模型计算得到的应计盈余管理来衡量企业信息透

明度[３９].具体模型如下:

TAi,t

Ai,t－１
＝α０

１
Ai,t－１

＋α１
ΔREVi,t－ΔRECi,t

Ai,t－１
＋α２

PPEi,t

Ai ,t－１

æ

è
ç

ö

ø
÷ ＋εi,t (２)

式(２)中,TAi,t代表企业当年总应计项目,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Ai,t－１

代表上一年度总资产,ΔREVi,t代表本年营业收入变动额,ΔRECi,t代表本年应收账款变动额,PPEi,t

为本年固定资产.将式(２)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回归结果中残差的绝对值即为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残
差越小则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２)企业生产效率(PE).本文参考宋佳、张金昌等的研究,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采用熵值法

衡量企业生产效率[４０].与此同时,结合赵国庆和李俊廷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衡量,将硬科技部分的

指标替换为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数字资产占无形资产比例、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以及企业

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通过熵值法合成企业生产效率作为替换指标来提升稳健性[４１].硬科技部分的

指标选取依据源于“十四五”规划中对硬科技代表性领域的界定,主要包括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新能源

以及智能制造等,上述四个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硬科技水平.指标体系说明如表１所示,并利用熵

值法确定相应权重,计算出企业生产效率指标.同时,将两个指标扩大１０００倍以增强模型解释力.
　表１ 企业生产效率指标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衡量方式

劳动力　

活劳动　

劳动对象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工资薪酬)/营业收入

研发人员占比 研发人员数量/员工总人数

高学历人员占比 本科以上员工人数/员工总人数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制造费用占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固定资
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

生产工具

硬科技　

软科技　

研发费用占比 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数字资产占比 数字资产/无形资产

人工智能创新产出 企业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

绿色技术创新产出 企业申请的绿色技术专利数量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权益乘数倒数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

　　４．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刘行和叶康涛的研究[３８],本文选取无形资产密集度(Lntang)、固定资产密集度(PPE)、
企业规模(Asset)、企业年龄(AGE)、经营费用率(AGC)、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１)、产权性质

(SOE)和是否为四大审计(BIG４)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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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TD (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 ２２０８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７ ０．１３６
Bigdata 详见上文 ２２０８４ ０．３０３ ０．４５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Absacc 公式(２)中残差的绝对值 ２２０８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１
PE１ 参考宋佳,张金昌等(２０２４)的方法进行计算 ２２０８４ ５．２９６ ２．４３０ ０．７８７ １６．７４７

PE２ 替换硬科技指标作为 NPRO的代替指标 ２２０８４ ４．６２２ ２．３９９ ４０．７７７ １０．５１９
Lntang 期末无形资产净额与期末总资产之比 ２２０８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７
PPE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与期末总资产之比 ２２０８４ ０．２１３ ０．１５３ ０．００３ ０．７１５
Asset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２２０８４ ２２．３４２ １．２７４ １９．８６３ ２６．４５６
AGE 企业上市年份 ２２０８４ ２．１７５ ０．７６８ ０．６９３ ３．４０１

AGC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２２０８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５
TOP１ 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与公司总股份之比 ２２０８４ ３４．１３０ １４．６３９ ７．９５０ ７５．４６０
SOE 是否为国有企业 ２２０８４ ０．３３７ ０．４７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BIG４ 是否被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 ２２０８４ ０．０６２ ０．２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２可知,企业避税(BTD)标准差为０．０２７,均值为０．００３,说明平均而言,会计利润要高于应纳

税所得额.信息披露质量(Absacc)最大值为０．５５１,最小值为０,表明我国不同企业之间信息透明度

的差距较大.企业生产效率(PE１)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１６．７４７和０．７８７,均值为５．２９６,不难看出,
企业之间生产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前人研究无实质性差异,不再

赘述.
(二)基准回归

表３为大数据综合试点影响企业避税程度的基准回归结果.为保证结果可靠性,列(１)没有加入

控制变量,大数据综合试点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２且在５％水平上显著;列(２)在列(１)的基础上加入控

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大数据综合试点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３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大数据综合试

点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避税,假设１得到验证.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BTD

(２)
BTD

变量
(１)
BTD

(２)
BTD

Bigdata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TOP１ ０．０００

(２．５６４) (２．７９８) (０．２１１)

Lntang ０．０４２∗∗∗ SOE ０．００３∗∗

(４．４１３) (２．０９６)

PPE ０．００８∗∗ BIG４ ０．００３
(２．１４５) (１．４１８)

Asset ０．００２∗∗ 常数项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５∗∗

(２．０６３) (５．７６９) (２．０８５)

AGE ０．００３∗∗∗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２．８１４)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AGC ０．０２４∗∗∗ 观测值 ２２０８４ ２２０８４
(４．０６８) R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经过稳健标准误调整的t值,下表同.

　　(三)假定识别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大数据综合试点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的发生,但考虑遗漏变量的存

在,需要进一步展开识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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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要求在实施大数据综合试点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的避税程度具有相同的增长

趋势.本文采用动态效应分析图的方法,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检验,估计模型如式(３)所示.

BTDi,t＝γ０＋∑δ＝－６
δ＝－２γδprei,p,t＋γ１crui,p,t＋∑τ＝６

τ＝１γτposti,p,t＋γ２Controls＋μi ＋θt ＋εi,p,t (３)
式(３)中,prei,p,t表示试点设立前的虚拟变量,γδ 反映试点设立前２~６期的政策效应;crui,p,t表示

试点设立当期的虚拟变量,γ１ 反映试点设立当期的政策效应;posti,p,t表示试点设立之后的虚拟变量,

γτ 反映试点设立后１~６期的政策效应,其他变量定义与基准回归模型(１)保持一致.本文以设立

大数据综合试点前２~６年与后６年的时间,并将试点设立前１年作为基准年份.图１显示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的回归系数变化及其９５％的置信区间.从图１中的前２~６期可以看出,γδ 估计系数

并不显著,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避税程度在大数据综合试点设立之前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平
行趋势假设成立.而在设立大数据综合试点的后６期,γτ 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

的企业避税程度在设立大数据综合试点之后有所不同,验证了大数据综合试点的动态效果.

２．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随机化大数据综合试点设立的时

间,并重复这个随机过程５００次,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图２展示了大数据综合试点对企业避税程度的

安慰剂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处理效应的绝对值都集中分布在０的两侧,远离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０．００３).同时,大部分回归系数的p值都大于０．１.因此,可以排除基准回归结果是由不可观测因

素导致的.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 图２　安慰剂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大数据综合试点与企业避税之间存在双向因果、遗漏变量及被解释变量自身存在序列相

关特性等问题,本文采用PSMＧDID、替换被解释变量、系统 GMM、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及剔除异常

年份等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检验以增加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１．PSMＧDID实证结果分析

为解决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ＧDID)来检验大数据综合试点

对企业避税的效果.利用前文的控制变量中的无形资产密集度、固定资产密集度、企业规模、经营费

用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是否为四大审计作为匹配的协变量,通过Logit模型测算出每个样本的

倾向得分,再使用卡尺１∶１近邻匹配给实施大数据综合试点的企业逐年匹配对照组,进而缓解样本

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匹配结果如表４所示,匹配后的变量的标准化均值偏差均在１０％以

内,满足平衡性检验的要求,与匹配前相比,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协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t检验所对应

的p值在１％水平下显著;经过匹配,协变量的标准偏差基本上大幅度下降,这也使得t检验所对应的

p值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表明控制组与处理组之间存在较小选择性偏差,匹配后的处理组

与控制组数据满足条件独立同分布假设,匹配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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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匹配前后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前
匹配后

均值

控制组 处理组
偏差％

t检验

t值 P值

Lntang
U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８ ５．０ ３．２７ ０．００１
M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１．１ ０．６１ ０．５４１

PPE
U ０．１８１ ０．２２４ ２９．２ １９．０１ ０．０００
M ０．１８２ ０．１７８ ２．４ １．５０ ０．１３３

Asset
U ２２．５４２ ２２．３０１ １８．８ １２．５６ ０．０００
M ２２．５０８ ２２．４９４ １．１ ０．６４ ０．５２１

AGC
U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５ ７．７ ５．０３ ０．０００
M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６ １．５ ０．８１ ０．４１７

TOP１
U ３４．１７３ ３３．３８ ５．４ ３．５８ ０．０００
M ３３．９８８ ３３．９３６ ０．４ ０．２０ ０．８３８

BIG４
U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６ ２３．６ １６．４１ ０．０００
M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２ ４．９ ２．５７ ０．０１０

　　匹配后的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列(１)为经过逐年PSM 之后的回归结果,与匹配之前的估计结

果相一致,且相较于基准回归的回归系数有所提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了验证,说明大数据综合

试点能够降低企业避税程度.

２．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异常税收差异(DDBTD)重新进行回归,由表５列(２)的回归结果可知,
大数据综合试点仍对降低企业避税程度有正向影响,与基本回归结论保持一致.

３．系统 GMM
差分 GMM 估计与系统 GMM 估计可以被用来解决动态面板数据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然而,

差分 GMM 估计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而产生有偏估计结果,Blundell等为解决此问题提出了系统

GMM 估计,并通过验证得出系统 GMM 估计比差分 GMM 估计的偏差更小[４２].因此,本文采用系

统GMM 估计来处理内生性问题,从表５列(３)可以看出,模型中的 AR(１)检验的P值均在１％水平

上显著;AR(２)检验的P值均不具有显著性,说明模型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且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

关.同时 Hansen检验的P值分别为０．３５９,不具有显著性,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系统

GMM 回归中包含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３)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滞

后一期(L．BTD)的系数估计值为０．３９１,在１％水平上显著,表明上一期企业避税行为每增加１个百

分点,可以导致当期企业避税行为增加０．３９１个百分点.
　 表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１)

变量

(１) (２) (３)

PSMＧDID 更换被解释变量 系统 GMM
BTD DDBTD BTD

L．BTD
０．３９１∗∗∗

(１３．３４１)

Bigdata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３．１７０) (２．３１９) (２．３６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００３ ２２０８４ １３１５５
R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AR(１) ０．０００
AR(２) ０．５５９
Hansen检验 ０．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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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是否受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干扰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数据综合试点的设立往往会受到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

聚焦于“智慧城市”政策与“宽带中国”政策,原因在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年份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先于大数据综合试点,且该试点政策包含大数据综合试点中所有省份的部分城市,致力于使用云

计算、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实现对城市资源的高效配置;“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

施年份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属于与大数据综合试点的同期政策,且该试点政策包含大数据综合试点中

９个省份的部分城市,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因此,选择“智慧城市”政策与“宽带中国”政策进

行检验,参考杨仁发和李自鑫[４３]的方法,本文在式(１)的基础上估计如下方程:

BTDi,t＝α０ ＋α１Bigdatai,p,t＋α２did１i,p,t＋α３did２i,p,t＋α４Controls＋μi ＋θt ＋εi,p,t (４)
式(４)中,did１i,p,t为“智慧城市”政策虚拟变量,did２i,p,t“宽带中国”政策虚拟变量.实证结果如表

６列(１)(２)(３)所示,大数据综合试点对所在地区企业避税程度仍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因此,大数据

综合试点对所在地区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确实是由大数据综合试点所导致,而非其他政策影响.

５．剔除部分样本分析

在全样本的基础上,通过剔除位于特殊年份样本,确保回归结果免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具体而言,在样本年限内(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发生了重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

业生产经营的决策行为.因此,本文剔除了疫情影响,将样本年限截取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实证结果

如表６列(４)所示,大数据综合试点对所在地区企业避税的影响仍显著.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排除政策干扰 排除政策干扰 排除政策干扰 剔除部分样本

BTD BTD BTD BTD

Bigdata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２．７５８) (２．７３８) (２．７４１) (１．６６５)

did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２０) (０．５３７)

did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１) (０．１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１８８０ ２１８３９ ２１８３９ １４３１１

R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２

　　(五)异质性分析

１．对企业区域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产业正经历一个明显加速发展的过程,大数据发展水平存在区域间差异,整体上呈现出由东

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融资渠道及避税手段存

在较大差异.通过考察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企业,能够更好地体现大数据综合试点对不同区域企业

避税治理的差异性,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鉴于此,根据企业所属省份不同划分为东部、中部

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由表７列(１)(２)(３)可知,大数据综合试点对于东部地区企业避税程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于

中西部地区企业避税程度抑制效果不明显,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繁荣度、人才密集度、资本集中

度较高有关,而中西部地区可能由于某些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存在产业金融化程度较低、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从而导致中西部大数据政策试点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从而导致其对企业避税程度

具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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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企业行业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产业的迅猛发展受到外界投资者的持续关注,高科技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采用的避税手段

不尽相同,高科技企业掌握更加前沿数字技术,对于企业数据的处理也具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在研究

中引入这两类企业有助于更加清晰地展现大数据综合试点对于不同行业的避税治理效果.通过此类

分析能够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以提升对于多样化企业的避税治理效果.鉴于此,
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属于高科技行业进行分组回归,当企业属于高科技行业时,取值为１,否则取值

为０.按企业技术间差异分组检验的结果如表７列(４)(５)所示,大数据综合试点对高科技企业的避

税抑制效果不显著;对于非高科技企业的避税治理产生显著效果.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原因在于高

科技企业对于数字技术应用更加广泛,能够通过多样化的渠道获得融资,且其具备的高科技人才资源

更加丰富,企业内部的税务处理也会更加规范,从而导致大数据综合试点对高科技企业避税程度并不

具有显著影响.相反,非高科技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大并且数字技术应用的匮乏带来的无效内

部治理会增加企业实施避税行为的可能,大数据综合试点的引导与规范表现出明显的避税治理作用.
　表７ 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东部 中部 西部 非高科技企业 高科技企业

BTD BTD BTD BTD BTD

Bigdata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３．４６５) (０．３６４)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７３１ ３８６５ ２４８８ ９６６８ １２４１６
R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３

六、机制检验

大数据综合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生产效率发展来抑制企业避税,为避免中介效

应检验的内生性偏误问题[４４],本文重点分析大数据综合试点政策对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生产效率的影

响,信息透明度和企业生产效率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已在上文理论机制中说明,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Absacci,t/PEi,t＝α０＋α１Bigdatai,p,t＋α２Controls＋μi＋θt＋εi,p,t (５)
式(５)中,Absacc为信息透明度,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残差的绝对值衡量;PE代表企业生产

效率,参考孙雪娇和翟淑萍[３７]的研究,通过熵值法合成.在此基础上,修改硬科技指标重新衡量企业

生产效率作为稳健性检验.其他变量参考基准回归变量解释.
(一)信息透明度机制

首先检验大数据综合试点能否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来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表８列(２)显示,核心

解释变量大数据综合试点(Bigdata)对信息透明度(Absacc)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０８,在１％水平上显著,
说明大数据综合试点能够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信息透明度的提升降低了外部监督的难度,使得管

理层行为更容易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控制,从而降低了避税的动机.可见,提升信息透明度是大数据综

合试点抑制企业避税的一个重要渠道.
(二)企业生产效率机制

接下来检验大数据综合试点能否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来降低企业避税程度,表８列(３)表明,
核心解释变量大数据综合试点(Bigdata)对企业生产效率(PE)的回归系数为０．１８８,且在１％水平上

显著,说明大数据综合试点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PE１).同时采用更换硬科技指标后的企业生产

效率(PE２)作为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以增强稳健性,表８列(４)的结果表明替换变量后依然显著,
验证了中介机制的有效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增加了超额收益,使企业有能力负担税费,由于避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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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益下降抑制了企业避税动机.综上所述,大数据综合试点能够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与企业生产

效率发展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假设２与假设３得证.
　表８ 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BTD Absacc PE１ PE２

Bigdata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８８∗∗∗ ０．４６２∗∗∗

(２．７９８) (３．４８５) (３．０８５) (３．１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２０８４ ２２０８４ ２２０８４ ２２０８４
R２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２ ０．４７３ ０．３１４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沪深 A 股２７１９家

２２０８４个观察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应用

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大数据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避税.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基准回归还是考虑

内生性以及进行的一系列稳健性结果,研究结果均表明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够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的发

生,因此可认为大数据技术应用显著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第二,将上市企业按照区域及行业间的差

异进行分组探究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于不同企业避税程度影响差异性,结果发现,大数据技术应用对于

东部地区、非高科技企业抑制企业避税程度的作用更明显.第三,大数据技术应用主要通过提升企业

信息透明度和生产效率,由此能够对企业避税进行有效治理.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从税收征管角度出发,政府应当鼓励税务部门应用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对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实时监控.通过数据模型分析,识别出异常交易和潜

在的避税行为,及时采取监管措施,预防企业利用复杂的跨境交易或其他手段进行避税.第二,鉴于

东部地区及非高科技企业对大数据技术应用反应积极,政府可以在东部地区进一步加强大数据基础

设施的建设与应用,推广成功经验.针对非高科技企业出台专门的数据治理政策.第三,由于征纳主

体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税务部分应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企业“数字足迹”追踪机

制.将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数据链条化,使税务部门和分析师能够在海量数据中捕捉企业异常

活动,从而做出精准预判.企业也应当主动适应大数据技术时代的到来,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而不是

单纯依靠避税来提高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劳动力数字技能培训,不断强化人力资本水

平以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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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BigDataTechnologyApplicationsCurbCorporateTaxAvoidance:
AnalysisBasedonNationalＧlevelBigDataComprehensivePilotZones

HEYong　WUTe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Zhuzhou,４１２００７,China)

Abstract:BasedonthepilotpolicyofnationalＧlevelbigdatacomprehensiveexperimentalzone,using
thedataofShanghaiandShenzhenAＧsharelistedcompaniesfrom２０１３to２０２２,amultiＧperiodDID
modelisusedtostudytheimpactofbigdatatechnologyapplicationoncorporatetaxavoidance．The
resultshowsthattheapplicationofbigdatatechnologysignificantlyinhibitscorporatetaxavoidＧ
ance,andthisconclusionstillholdsafteraseriesofrobustnesstestssuchasPSMＧDID,replacing
explanatoryvariables,andeliminatingpolicyinterferences;the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the
applicationofbigdatatechnologyhelpstoimprovethetransparencyofinformationandthe
efficiencyofcorporateproductiontoinhibitcorporatetaxavoidance;theheterogeneityanalysis
showsthattheinhibitoryeffectoftheapplicationofbigdatatechnologyontaxavoidanceismore
significantfortheeasternregionandthenonＧhighＧtechenterprises．Heterogeneityanalysisshows
thattheapplicationofbigdatatechnologyhasamoresignificantinhibitingeffectontaxavoidancein
theeasternregionandnonＧhighＧtechenterprises．ThefindingsofthispapernotonlyenrichthereＧ
searchontheinfluencefactorsofenterprisetaxavoidance,butalsorevealthepositivegovernance
effectofthenationalＧlevelbigdatacomprehensivepilotzonepolicy,whichcanprovidetheoretical
supportandempiricalevidenceforthesubsequentcontinuouspromotionoftheapplicationofbigdaＧ
tatechnology．
Keywords:BigDataTechnology;CorporateTaxAvoidance;InformationTransparency;Corporate
Productivity;MultiＧperiod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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